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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的价值共创新机制
——基于多个粉丝社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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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于传统明星代言中被动的消费者，粉丝社群在新兴明星的品牌代言中扮演

着价值共创的重要角色，推动品牌资产与名人资本的价值双向流动和扩张，但这一明星代言的

新机制和作用过程还未得到理论探索。本文通过对多个粉丝社群为期18个月的网络民族志研

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新兴明星的代言不再是明星背书品牌的线性传递过程，而是粉丝

社群—品牌—明星三方行动者价值共创的动态循环。粉丝社群在社交媒体平台规则和对偶像

强烈情感的双重牵引下逐渐转变为生产组织，并将自身的消费劳动与传播劳动作为一种生产

资源投入到明星代言绩效的提升上，以此来推动和加速品牌与明星之间的价值双向构建，并反

向扩大再生产品牌资产和名人资本。与此同时，粉丝社群也生产了一个能够吸引资本的投资机

会，使得其他拥有更高资产的品牌愿意选择相应明星为代言人，从而推动名人资本进入价值共

创的动态上升循环。本研究揭示的明星代言新机制对传统代言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也丰富了

粉丝研究的相关理论；实践中为品牌在新媒体环境下采用明星代言策略提供了重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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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粉丝社群不仅在娱乐产业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陈彧，2014），也给普通消费品牌带来了

不小的冲击和改变，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明星代言上。社交媒体环境下，粉丝社群从情感聚集

地转变成一个生产性的自组织，强势介入明星和品牌之间，左右着明星代言的市场绩效。如“欧
舒丹”品牌在2019年5月13日宣布朱一龙为代言人，当日一小时内品牌定制套装销量超过

11 000套，店铺关注新粉增长超过日常8倍多，代言首日全店销量同比增长5 251%①。然而，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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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品牌运营不当得罪粉丝时亦会给品牌带来巨大损失。同样是“欧舒丹”
品牌，在2020年3月将朱一龙粉丝贡献的销量共享给新代言人，导致社群的普遍愤怒，单日淘宝

旗舰店的退单量超过8 000单，店铺关注粉丝减少3万以上，品牌官微粉丝流失超过7万①。这并

不是市场上的孤例，在明星代言越来越普遍的今天②，粉丝社群越来越成为影响代言绩效的重

要因素。

粉丝社群的主动参与催生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理论的明星代言机制，但现有理论研究尚未

捕捉和回应这一巨大变迁。在以往的明星代言文献中，粉丝社群这一角色是缺失的。经典的意

义迁移模型（McCracken，1989）认为，明星代言是文化象征意义从文化生产系统流向明星—品

牌—消费者的单向过程，消费者是被动的终端环节。即使是在最新的研究中，学者们虽然意识

到了明星代言是品牌和明星两者之间的品牌联盟，存在价值的双向流动和意义的双向构建，但

仍然缺乏对消费者能动性的探讨（Moraes等，2019）。因此，不仅市场人员需要仔细分析如何与

核心消费者——粉丝社群——合作以优化明星代言的潜在利益，学术界也应当捕捉和回应这

一巨大变化，探讨粉丝社群对明星代言效果的影响及对传统理论的颠覆。

在目前的市场实践中，粉丝社群不仅是明星代言的重度消费者，还是品牌传播的积极助力

者和市场绩效的共同创造者，粉丝社群与企业构成了一种价值共创的关系。但是，有一些重要

问题尚未得到解答：粉丝社群作为消费者组织，为什么要主动和品牌进行价值共创？粉丝社群

作为一个边界模糊的自组织，如何与品牌进行价值共创？这些问题在传统明星代言理论框架下

都无法回答。因此，本文通过对微博平台上多个粉丝社群持续18个月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试图

回答这些问题。具体来说，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粉丝社群在明星代言中的价值共创过程和机制

是怎样的？粉丝社群、明星和品牌三方是如何互动和彼此影响的？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体现在：第一，本文揭示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明星代言的新机制。粉丝社

群作为积极行动者，以其强大的组织力量介入品牌和明星之间，反向影响品牌的代言人决策，

加速品牌与明星之间的价值流动，并反向构建品牌资产和名人资本，形成了明星代言的价值共

创新机制。这一机制提供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明星代言研究的新框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传

统代言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

第二，目前的明星代言研究更多关注成熟明星的代言效果，对新兴明星代言的研究有限

（Carrillat和Ilicic，2019），新兴明星代言研究是目前理论研究的重要新方向。本研究为这一领域

提供了初步的探索，丰富了已有的研究。

第三，本研究发现粉丝社群在文本生产和传播生产之外，还拥有一种重要的生产能力——
消费劳动。粉丝社群发起和参与价值共创的过程同时也是社群主体和社会结构互动变迁的过

程。消费劳动作为粉丝社群互动的重要生产力，此前的研究对其重视不足，本文的发现为粉丝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  文献综述

（一）明星代言的传统理论模型及其局限

明星代言是“名人代言”的一类，指“一个受公众关注的个体（如明星）和一个实体（如品牌）

之间的协议，利用明星来促进品牌的发展”（Bergkvist等，2016）。传统明星代言理论是在大众媒

体环境下产生的，有两个主要视角：其一，明星代言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认知过程；其二，明星代

①数据来源：作者即时跟踪其淘宝店页面的销量变化和品牌官微的关注人数变化，统计核算得出。
②根据Vlinkage公司（2018, 2019）的报告，2019年中国市场上采用明星代言的品牌已有将近300个，呈5年内翻番的快速增长态势，其中新

兴或小众艺人占比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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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意义转移过程（McCracken，1989）。
在社会认知视角下，明星代言研究大多依赖于三个主要的理论模型：代言人吸引力模型、

可信度模型和匹配假设模型（Moraes等，2019）。这三个模型的主要观点在于，明星的吸引力

（McGuire，1985）、可信度（Ohanian，1991）以及和品牌的匹配度（Misra和Beatty，1990），会影响

消费者对品牌信息的接受程度。

而意义转移模型（meaning transfer model，MTM）为明星代言的作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机

制（McCracken，1989）。该理论认为，明星是营销系统的外生因素，代言使得明星的文化象征意

义以线性的方式从明星流向品牌，然后消费者通过购买产品来获取意义从而加强或建立他们

的自我认同（Hackley和Hackley，2015）。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意义转移模型，但目前也有越来

越多的研究在探讨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如近期的研究开始重视营销系统对明星的文化象征意

义的影响（Hackley和Hackley，2015；Moraes等，2019），一些研究者认为明星代言其实是人类品

牌与产品品牌的联盟（Arsena等，2014），两者之间存在意义的相互流动（Hackley和Hackley，
2015）。

这四个模型构成了传统明星代言理论的主体，但总体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局限：一是缺乏对

新兴明星代言效果的研究；二是缺乏对消费者能动性的探讨。

首先，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探讨的是明星在其“名人资本”（celebrity capital）达到顶峰时的代

言效果，而鲜有对新兴明星代言效果的探讨（Carrillat和Ilicic，2019），但他们很可能是有效的代

言人（Salup，2014）。名人资本的周期性改变，使得明星作为代言人的效力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

会波动。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探讨的是明星名气达到顶峰阶段的代言效果，而处于名人资

本生命周期早期的新兴明星如何影响代言效果以及如何被代言所影响，却是一个重要但尚未

得到重视的领域（Carrillat和Ilicic，2019）。
其次，传统理论缺乏对消费者能动性的探讨。目前消费者视角的研究更多关注消费者如何

理解代言信息，如代言的归因（Um和Jang，2020）、采用的评估方式（Wong等，2020），或是消费

者的价值观如何影响其对代言的态度和互动（Yu和Hu，2020），而消费者与品牌和明星互动的

影响并没有被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不断有学者在提醒这种缺失（Saldanha等，2020）。如
Moraes等（2019）认为，社交媒体带给明星与消费者更多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对明星代言的影响

还罕有研究来讨论。

并且，目前大部分研究将消费者视为一体的，较少将具有特殊营销影响的消费者分离出来

进行讨论。如Yu和Hu（2020）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中国明星

代言人的内容要比发国际明星代言人的内容收获更显著的互动数据，他们用爱国主义来解释

其中的原因。但浏览其数据抓取的品牌名单，其中有多个品牌都请了新兴明星作为品牌大使或

代言人（如LV、Dior、Prada等），因此更多的互动可能来自粉丝社群有意识的数据生产而不是爱

国主义。少数研究开始区分消费者的类别，如Hung（2014）开始从动机的角度区分消费者并提

出了明星代言的双路径模型，认为粉丝和非粉丝在明星代言的参与动机、参与程度上都有较为

显著的区别（Hung，2014）。但目前的研究对此重视程度还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区分探讨。

（二）粉丝与粉丝社群：理想的价值共创伙伴

尽管在明星代言实践中，粉丝及其社群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营销学者对粉丝的

探讨远不及文化学、社会学和传播学学者那样积极和充分。粉丝的定义一般都包含“极其热忱”
“忠实的追随者”的意思（刘伟和王新新，2011），如文化研究学者将粉丝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

有相对深刻、积极的情感信念的人”（Duffett，2013）。现有文献中虽然极少有针对粉丝与明星代

言的研究，但是粉丝消费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如粉丝的消费决策（Obiegbu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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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baix和Korchia，2019；Taylor，2019）、粉都（fandom）所包含的经济可能性（陈彧，2014；
Montauban，2019）、粉丝消费对文娱产业的影响和可能的社会影响（Asada和Ko，2019；Lee等，

2019）等。总体来看，粉丝消费具有狂热性和参与性特征，这使得粉丝及其社群能够成为品牌理

想的价值共创伙伴。

价值共创被认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合作创造价值，是一个在互动中共同扩大价值的

过程（Ramaswamy，2011）。价值共创的早期思想萌芽于共同生产，发展于服务主导逻辑（简兆

权等，2016），该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是价值的独立创造者，消费者作为潜在的生产资源和共同生

产者，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Vargo和Lusch，2004）。价值共创不仅指企业与顾客直接互动中所

产生的使用价值共创，也包括在企业产品生产、研发设计到最后的销售过程中，消费者直接或

间接参与互动、共创价值（Fuller，2010）。研究认为，直接互动是共创价值的重要条件，资源整合

和服务交换是共创价值的重要方式（Grönroos和Voima，2013）。
从价值共创的视角来看，社交媒体中的粉丝社群和明星、品牌两方都能够形成直接的互动

和服务交换，已经满足了共创的基本条件。如粉丝与明星之间是一种“自恋性的自我映射”
（Sandvoss，2005）：通过认同某个明星，粉丝找到了替代性的满足和成功。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追踪明星的信息，并对明星相关产品有大量的、重复的、过度的消费（杨玲，2015；Manolica
等，2019），践行着一种类似博物馆和图书馆式的“馆藏式消费”（杨玲，2011），是明星代言的首

要关注者和代言品牌的“重度消费者”。
此外，价值共创的核心是调动消费者参与，而参与和创造正是粉丝消费的显著特征。在价

值共创的理想状态中消费者是主导者，而现实中消费者只有少数愿意参与价值共创活动或只

是活跃在部分公司、产品或品牌中，消费者的参与动力不足（朱良杰等，2017）。但粉丝及其社群

却是最为主动的消费者群体。粉丝很早就通过对原始文本的创造性使用来获得快感（亨利•詹
金斯，2016），当粉丝集结为社群时，这种内容生产更加多样，并作为一个集体向媒体产业争夺

文化权力（胡岑岑，2018；朱郁闻，2018）。粉丝们不愿意被动地接受产品，他们为了保证事物成

为他们想要的样子而不断与产品提供方沟通（陈彧，2014）；他们也试图通过集体抗议或消费，

影响内容产品和明星的生产和传播（朱丽丽，2016；吕欣和戴春旭，2019；王艺璇，2019）。这种主

动参与性正是品牌在价值共创中所努力寻求的。

虽然现有文献并没有从价值共创的角度来探讨粉丝经济，但或多或少涉及粉丝的主动参

与性带来的双向价值扩大。虽然商业机构借助粉丝的内容创造和传播能力来扩展内容的价值

（Montauban，2019），但与此同时，粉丝群体或亚文化特有的意识形态、审美等也得到了较大的

社会关注和传播（张宁和唐嘉仪，2019），两者是复杂互动交融的关系。

具体到明星代言情境中，粉丝社群无疑也以其消费的狂热性和主动性推动着三方的价值

共创，但具体价值共创的过程是怎样的，明星代言的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尚没有研究进行

探讨，这些正是本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

三、  研究方法

对粉丝社群行动过程的跟踪和心理动机的探究，不适宜单独采用访谈或者问卷的方法。粉

丝社群作为一个情感部落，具有集体隐私，他们对“局外人”有着非常强的戒心和不信任感

（Maffesoli，1996；王宁，2017），因此在收集资料时，通过问卷和访谈了解粉丝的数据和真实想

法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洪喆等，2016）。网络民族志方法则能够通过长时间的、沉

浸式的在线参与式观察获取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卜玉梅，2012）。同时，詹金斯开创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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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aca-fan）研究思路也认可了学者作为“局内人”进行粉丝研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亨利•詹
金斯，2016）。

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来探索研究问题。网络民族志是在虚拟环境中

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卜玉梅，2012）。由于网络虚拟环境不同于现

实社会的生活空间，传统研究方法在适用性上有所不足。为应对这一挑战，2000年前后一些学

者开始探索利用互联网作为新的研究田野和工具的可能，从而提出了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
方法来探讨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Kozinets，2001；罗伯特•V. 库兹奈特，2016）。总的

来说，网络民族志是使用不同的数据收集工具，在虚拟、在线的环境中构建民族志的过程

（Evans，2010），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改进（孙信茹，2017）。经过近20年的发展，网

络民族志已逐步成为理解和认识互联网及以之为依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方法（卜玉梅，

2012；郭建斌和张薇，2017；孙信茹，2017）。
（一）选择线上田野

微博是目前粉丝社群聚集和行动的最主要虚拟空间①。微博作为国内最重要的社交媒体

之一，拥有4.31亿用户②，通过引入加V明星、引入企业号和开辟超级话题和排行榜，平台汇聚

了大量品牌方、明星和粉丝，三方可以在该场域直接互动，形成了价值共创的基础。本文第一作

者从2018年4月进入微博平台，前后观察了QF（2018年4—5月）、YWH（2018年5—6月）、

ZYL（2018年6月—2019年6月）、WYB（2019年8—10月）四位明星的粉丝社群；第二作者深入

BF（2018年3月—2019年10月）的粉丝社群，并参与了线上和线下的各种粉丝活动。此外，作者

于2019年3—10月同时进入晋江网友交流区（以下简称“兔区”）潜水，该论坛作为一个各方粉丝

齐聚的知名匿名论坛③，有大量不同明星的粉丝之间的讨论和舆论战，能够更全面地观察到整

体“饭圈”对明星代言的态度，从而对前期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进行更大范围的验证。

（二）进入现场

微博虽然是一个公共开放空间，粉丝社群却发展了多样的方式来让社群保持一定程度的

封闭性，如大量的缩写、谐音、暗语，进微博群的严格审核等，都对外部人进入现场造成了一定

的障碍。作者在初入现场时仅在明星“超话”进行浏览，但超话是大部分外人了解粉丝的主要途

径，被粉丝社群视为“脸面”，并不会将完全真实的情况和内部沟通博弈过程呈现出来。因此，作

者通过两条主要途径构建信息源进入真正的现场。一是选择超话中一些转赞评较多的热帖博

主进行关注，并通过其点赞、转发、关注列表等途径进一步扩大关注网络，不断对所关注的粉丝

博主的内容和影响力进行判断，逐渐筛选出社群的大粉和不同的派系。二是基于对明星和粉丝

社群的了解，通过审核加入相应的微博群和QQ群，从中链接到社群中一些重要的意见领袖，并

学习社群规范。在相继关注了500多位社群大粉和各类型的活跃粉丝后，作者建立了比较完善

的信息网络，真正进入了田野现场。

（三）资料收集

作者以匿名粉丝的身份进入微博，田野早期（2018年4—6月）主要在摸索进入现场的路径

和熟悉“饭圈”的各种文化规范、概念。田野中期（2018年6—8月）日均有8—12个小时沉浸在社

群中。田野中后期（2018年9—12月）日均有6个小时以上在社群中，日间在工作之外进行简单查

询，晚上8点—凌晨2点左右，则深度浏览当日发生的事情和各方反应。不仅如此，作者在田野中

后期也沉浸式地参与了社群各种类型的网上活动，如数据分析、打榜签到、轮博、买代言、反黑、

①华扬数字营销研究院《粉丝文化入门手册》，2019年8月。
②2018年Q3新浪财报。
③该论坛于2020年3月12日实行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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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评、洗广场、洗热搜①等，并追溯各个事件的参与方、行动动机、发展过程等，成为一个真正有

情感共振的“粉丝”。通过这些调研，作者熟知社群的每个概念、规范、特殊用语、特定仪式（孙信

茹，2017）、日常活动和权力博弈。之后由于资料逐渐饱和且已熟知信息源，作者以潜水者的身

份进行观察和记录。

田野后期（2019年1—10月）作者日均有2—3小时以不同的账号在不同社群中浏览，同时进

入兔区潜水，更全面地观察不同明星的粉丝对明星代言的态度，以对前期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进

行更大范围的验证。由此发现，在明星代言的问题上，虽然品牌不同、明星类型有变化，但整体

状况只有程度的不同，没有性质的差异。明星代言的新机制在“新兴明星”这个大类中具有共

性，从而确认资料达到了饱和。作者脱离了粉丝身份，开始对资料进行回溯、整理和分析。

抽取网络民族志中为期一年的田野记录可见，作者保存和记录社群事件和反思的微博数

达5 107条，其中一部分为转发社群意见领袖对具体代言事件的陈述和大量的粉丝评论，一部

分为作者对相关事件的反思和分析（以仅自己可见的方式记录在微博中）。截屏和保存微博内

容图片5 007张、社群产出的明星相关图片2 394张（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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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年6月—2019年6月间每月收集的田野资料数
 

（四）数据的多样性

田野之外，本研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取信息作为三角验证材料。

第一，关注一些娱乐记者、影视内容行业的KOL、“饭圈”观察博主（如“@ZQSG真情实感”
对大量粉丝的访谈材料；“@范堂FancyTown”的粉丝对话节目等）等相关外部群体对粉丝社群

的观察和思考。

第二，行业内关于粉丝及明星代言的大量研究报告②。

第三，代言品牌的相关财报和管理人员的公开演讲，如欧莱雅集团（巴黎欧莱雅）、百胜集

团（肯德基）等。

第四，对3名品牌及广告合作方员工、2名大数据公司管理人员、1名前明星经纪人、2名互联

网公司娱乐事业部员工进行了访谈，其中有个别受访者也是其他明星粉丝社群的领导阶层（见

表1）。主要内容涉及明星与品牌的合作流程、代言人的选择标准、大数据在明星代言中的作用、

品牌方对代言绩效的期待、品牌方与粉丝社群的接洽以及相应的粉丝运营策略等。整理访谈逐

①这些活动都是粉丝社群除了日常交互、内容生产之外常见的活动。打榜：指在各种榜单上投票或签到等竞争性活动，赢家有一定的曝光
机会或金钱奖励给予明星后援会；轮博：指多次重复性转发微博以冲高数据；反黑：指举报对明星的恶意负面言论；洗广场：广场指微博搜索相
应人名或名词后出现的内容，洗广场指通过粉丝大量发带关键词的原创微博，抵冲一些恶意负面评论；洗热搜：指微博热搜出现关于偶像的负
面热搜后，粉丝通过拆词、改意、模糊重点或澄清等方式，大量发原创微博，以降低普通人见到明星负面信息的概率或频次。

②如艺恩、兰渡文化：《粉圈新洞察与粉丝运营进阶全攻略》，2019年6月；新浪《2018微博粉丝白皮书》，sina.aiman.cn/second-pc.html；华扬
数字营销研究院2019年《粉丝文化入门手册》；赞意×胖鲸《2019明星营销指南》；《第一财经周刊》星数数据《明星最具商业价值排行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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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稿约11万字。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外部视角，也提供了信息的多重验证，保证了研究结果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世代 职　业

A1 女 90后 前某流量明星经纪团队员工

A2 女 90后 T公司娱乐事业部员工

A3 女 95后 T公司娱乐事业部员工、前R明星粉丝社群大粉

B1 女 80后 A大数据公司前员工

B2 男 80后 Z大数据公司数据分析师

C1 女 95后 ZY广告公司员工

C2 女 95后 AM广告公司员工、Y明星粉丝社群后援会分会长

C3 女 95后 某大量采用明星代言策略的品牌公关部员工
 
 

（五）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分析采用扎根理论的范式，最早的编码基于“非理性消费”概念范畴，但随着

田野调研的深入，本研究日渐发现粉丝社群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情感的组织化和理性化利用，因

此推翻了原有的理论框架，引入了“价值共创”概念，并在Chandler和Vargo（2011）提出的价值

共创三个层次框架内，将观察到的现象和田野资料在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社群层面和宏观层面

进行理论编码。2018年11月已经完成初期的编码，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不断根据新的现

象、访谈对理论框架和编码进行反复调整、修正，以提高理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这种归纳推理

和演绎推理的转化过程使得数据收集和分析具有互动性。经过十余个版本的迭代，最后达到了

理论饱和，完成了本研究的资料分析。

下文中的资料引用，标注字母的是不同粉丝的微博发帖，标注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来源于兔

区论坛内容，标注A1—C3的来源于访谈资料。

四、  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名人资本、情感劳动（包括消费劳动和传播劳动）、品牌资产、价值共创四个相关

的分析性概念，在中观层次剖析粉丝社群—明星—品牌三者间的价值交换和共创的过程。

分析过程涉及明星知名度、象征意义、商业价值等多个方面的概念，本文借鉴名人资本概

念对其进行抽象。虽然名人资本更多依赖于媒体曝光的积累，与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明星代言中，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概念

（Carrillat和Ilicic，2019）。因此，本文将明星在文化生产系统中获取的知名度、文化象征意义、个

人品牌形象，在营销系统中获取的知名度、品牌赋予其的符号意义、商业价值等都归集于“名人

资本”这一概念。同理，将品牌的市场绩效、知名度、符号意义、品牌形象等都归集于“品牌资产”
这一概念。

（一）明星代言机制的转型过程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明星代言，经历了从传统代言机制向价值共创代言机制的转变（见图2）。
这个过程是随着粉丝社群的演化而展开的，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粉丝散点式存在于社

交媒体，明星代言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核心还是通过名人资本对品牌的背书，引发

消费者的关注和消费，消费者从中获取一定的情感意义。作为一种传播策略，品牌的传播能力

成为明星代言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包括对代言人的选择、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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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的演化 散点粉丝

情感意义

名人资本

背书品牌

传播能力

生产组织

名人资本增值

代言的市场绩效

对接资源
的能力

价值共创的
连接标的

市场守门人

代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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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场

平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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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制度

平台资源
密度和连
接性

粉群情感
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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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核心

品牌的演化

提高市
场回报

提高传
播效率

图 2    从单向传播到价值共创：明星代言机制的转型过程
 

随着粉丝们在微博平台上集结为情感部落，粉丝社群成为一个可以精准接触的目标市场。

品牌可以更加准确和简便地获取该市场，提高传播效率。因此在第二阶段，明星作为粉丝社群

的卡里斯玛权威，对于品牌来说意味着市场守门人的角色。在该阶段，品牌通过明星代言快速

精准地获取新市场，而粉丝社群这一情感部落在明星代言中收获代理互动。代理互动是指品牌

作为明星的代理，运用含有明星的营销物料与粉丝进行互动，粉丝由此获取情感满足。在该阶

段，品牌的传播能力已经不是最关键的能力，与粉丝社群进行情感互动的能力成为影响代言绩

效的关键技能。

在第三阶段，粉丝社群在社交媒体平台竞争导向的基础制度上，对自身所聚集起的传播能

力和消费能力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也对明星制造的商业规律有着越来越明确的认识。通过

日常化的劳动训练和内部规训，社群逐渐从消费型的情感部落转型为生产组织，其组织目标是

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偶像的名人资本。而品牌洞悉到粉丝社群的情感目标后，为了更好地利用

社群的生产潜能，开始配合粉丝社群进行价值共创。在该阶段，明星成为品牌和粉丝社群进行

价值共创的连接标的。粉丝社群在共创过程中，使其偶像获得了名人资本的增值，而品牌在共

创过程中，获得了更好的代言绩效。此时，对粉丝社群的情感运营能力不再是核心，品牌对接资

源的能力变成决定代言效果的关键。对接资源的能力指的是品牌连接营销系统和文化生产系

统的能力。连接营销系统的能力是指品牌具有优良的营销传播能力，或者品牌在行业中有显示

性地位，或者品牌在市场中有较高的符号价值等，即品牌自身的品牌资产较高；连接文化生产

系统的能力是指品牌对文化生产系统的渗透性，如品牌与综艺节目、电视台等有着密切的商务

合作，或是品牌对影视行业的内容生产有一定的投资或话语权等。这两个方面的资源对接能力

决定了粉丝社群在价值共创中投入的生产力，从而也决定了代言的市场绩效。

这三个阶段并不是边界明晰的，事实上，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这三个阶段同时存在并相互

交织。特别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对应着粉丝社群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属性，因此往往

相互作用并共同对价值共创的过程产生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对具体的价值共创过程进行剖析。

（二）粉丝社群参与明星代言价值共创的过程

明星代言的多元共创主体包括品牌、粉丝社群、明星及其团队，以及行业大数据机构、广告

公司、新旧媒体机构、公益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价值共创的生态系统，但由于

本研究主题关注粉丝社群参与价值共创的过程，因此将分析焦点放在品牌、明星和粉丝社群三

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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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粉丝集结为社群并试图左右明星代

言的效果时，明星代言就插入了第三方行

动者，构成了一个价值共创的三角循环。虽

然三者之间都有双向的价值交换，但其价

值流动的主要逻辑和方向是这样的：新兴

明星由于某一文化产品的赋值具有了一定

的名人资本并吸引了一定数量的粉丝，粉

丝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聚集成情感部落，情

感部落的集体情感在社交媒体的基础规则

和社群间的互动中迅速组织化和常规化，使得短暂而强烈的集体情感转化为社群较为稳定的

生产力。粉丝社群蕴含的潜在生产资源会吸引逐利的品牌，品牌通过明星代言来获取粉丝社群

的生产力以提升品牌资产，与此同时也将品牌资产溢出给新兴明星，使其名人资本得到增值

（见图3）。
在这个价值共创循环中，粉丝社群作为主导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品牌的代言人选择，

其所期望的理想状况是具有较高品牌资产的品牌选择名人资本较低的新兴明星为其代言，使

得偶像得到品牌的背书。但这一模式存在显著的品牌资产反向溢出。粉丝社群为了吸引品牌做

出该不对等背书，将自身的传播劳动和消费劳动这两类情感劳动作为生产资源提供给品牌，主

动弥补品牌资产的流出。在粉丝社群的积极辅助下，品牌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和市场绩效

回报，品牌资产得以增值；同时新兴明星的名人资本也得到反哺和巩固。

在这个三角循环中，粉丝社群不仅支撑和加速了品牌与明星之间的价值双向流动，甚至能

够反向构建品牌资产，并以品牌为中介反向构建偶像的名人资本。而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社群

亦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作为卡里斯玛权威的追随者，粉丝们无法给予偶像直接的价值回报，但

通过品牌的中介，粉丝社群建立了一条反向情感回馈路径。同时，品牌代言带来的名人资本增

值使得明星卡里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再一次加强，持续强化了粉丝与偶像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

将具体阐释该三角模型中两两行动者间的价值流动。

1. 明星—粉丝社群：情感互动

粉丝社群第一属性是情感，其行为有着非常显著的集体情感驱动性。粉丝社群的形成往往

是因为明星的某个内容产品（如电视剧、舞台表演、综艺等）一时间吸引了大量有共同情感的网

络用户，他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情感的“弥散同盟”（diffuse union），使得情感在一个密集的空

间中频繁互动，形成情感共振并导致情感极化；大家追求“在一起”的感觉，难以把个体的情感

单独析出，同时这种共同的在场和亲近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群体成员感和群体责任感，使得集

体行动有着高效的动员力。

根据名人资本生命周期理论，明星在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结束时都处于十字路口，他们的资

本可能下降为零，也可能进入到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Carrillat和Ilicic，2019）。粉丝们出于对偶

像的爱，不希望自己的偶像只是短暂成名或只在小众群体中成名，他们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推

动明星“出圈”，使其从名人资本生命周期的初期进入顶峰，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和更长的职业生

涯。因此，粉丝社群将明星的事业发展视作自身的责任，有意识地参与到明星制造过程中去。社

群的组织目标已经从情感聚集地变成一个制造明星的生产型组织，这一目标得到了大部分粉

丝的认同。追星从享乐消费（hedonic consumption）转变为意义消费（eudaimonic consumption），
粉丝们对明星初始的“占有之爱”也逐渐升华为“奉献之爱”。

明星 (名人资本)

生产资源
情
感
互
动

资
产
溢
出

粉丝社群
(情感劳动)

品牌
(品牌资产)

 
图 3    明星代言的价值共创三角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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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存在的意义不就是做他野心的踏脚石吗，我一厢情愿的……他要是什么

都有了，我这一天天地氪金做数据干嘛……躺着舔颜不就完事了。”（jww）

强烈的情感引发的生产冲动需要持续的情感互动才能长期维持，但明星作为一种公共品，

不能属于某一个粉丝而只能属于群体。粉丝一方面无限渴望接近偶像，一方面又希望偶像是高

高在上无法接触的。因此，明星针对粉丝的情感互动是面向群体且稀少的，比如回应粉丝社群

发起的群体活动、感谢粉丝甚至拒绝粉丝的某些行为等。明星与粉丝社群的互动能够对粉丝社

群的情感浓度、集体氛围、社群规范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粉丝们会以明星行动表现出来的意

图为首要的社群规范并形成自我管理。这些来自偶像的直接情感互动虽然较少，但每次都能够

形成对社群强烈的情感激励。

更多的情感互动需求往往通过品牌代理的间接互动得到普遍满足。品牌为了追逐利润会

代理和促进明星与粉丝的互动。比如品牌投放的代言物料能够呈现明星的多面形象，以碎片

化、交互式、长周期的形式释放在社交媒体上，在进行品牌传播的同时也代理了明星与粉丝们

的情感互动，增加了粉丝黏性。粉丝见面会、品牌直播等也让粉丝有了接触偶像的渠道，这些互

动满足了粉丝们对偶像信息的渴求并在社群的解读和创作中形成集体性的情感共鸣，带来愉

悦的情感体验，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粉丝社群参与共创的意愿。

“没剧的日子，我快想死他了，全靠肯爷爷的物料续命。”（yzsydlx）

同时，由于明星的卡里斯玛权威建立在不断创造“奇迹”以显示其超凡禀赋上，具有高品牌

资产的代言会极大地增强粉丝社群对偶像的情感认同。

“最牛的宠粉就是正主（指偶像）帮你把黑粉瞎画的饼（指代言资源）都拿到手，

正主带飞①的感觉原来这么爽！母凭子贵②。”（yybx）

综上所述，情感既是粉丝社群参与价值共创的原因，也是参与价值共创的结果。一方面，对

偶像的强烈情感会使得粉丝全身心投入到偶像的生产过程中来；另一方面，参与生产行动又持

续强化了粉丝与偶像的情感。这种强化一方面是通过品牌的代理互动引发的情感巩固，另一方

面是由于偶像的卡里斯玛权威再次被强化而产生的强烈情感认同。

2. 粉丝社群—品牌：作为生产资源的情感劳动

粉丝社群将明星代言视为获取名人资本的重要路径，也就是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路径。在

消费逻辑中，品牌是卖方，粉丝社群是买方；但在生产逻辑中，粉丝社群和品牌的位置发生了逆

转，粉丝社群作为明星制造中的生产者之一，成为希望影响品牌方“采购”决策的“卖方”，而进

行代言人选择的品牌方则成为“买方”。因此，粉丝们会通过情感劳动，为“客户”提供所需的价

值——网络声量、产品销量、品牌形象、顾客个人信息、关于品牌的UGC、口碑与消费示范等

等，以推高代言的市场绩效，助力品牌资产的提升。

这也是品牌和粉丝社群的缄默共识。当品牌选取新兴明星作为代言人时，名人资本只是保

健因素，粉丝社群的生产力才是激励因素。因为一旦选择了明星，其粉丝社群就变成了品牌的

价值共创伙伴，和品牌共同决定此次明星代言的市场绩效。

“品牌请代言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请章子怡、刘雯这种就不是看粉丝，

而是看她们本人的形象和特质是不是品牌想要的……但一般要请流量的话，看重的

就是粉丝了。agency跟品牌方提案的时候，要对比几个候选人的数据，其中粉丝数据，

像体量啊、活跃度啊、消费能力啊，还是挺重要的……”（C2广告公司员工）

总的来说，粉丝社群会为品牌提供传播劳动和消费劳动两类生产力。

①正主带飞：指明星本身的名人资本较高，吸引品牌和制作方，带给粉丝社群集体荣誉，而不是粉丝助推。
②粉丝中有大量“妈粉”将自己与偶像的关系构建为母子关系，“母凭子贵”借喻偶像的成功给粉丝带来的荣誉感和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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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劳动

首先，直接传播生产。代言宣布后，粉丝社群会有针对性地、有组织地推高品牌代言相关微

博的转赞评数据和品牌相关的#话题#数据，并在符合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如24小时传播曲线）

尽可能生产出更高的数据。这是个体粉丝意识不到的，但社群内一些从事营销相关职业的粉丝

会积极科普和引导，让数据意识成为社群的普遍共识。

“通常明星代言的选择都是品牌部门负责推荐和洽谈，品牌部门不是销售部门，

销量KPI可能不到50%，剩下的业绩评价取决于品牌传播。简单来说，请了一个明星代

言，微博话题有没有上热搜？阅读量多少？转赞评多少？PU多少？PV多少？微博微信增

粉多少？公众号阅读量多少？从活动页面导流至销售页面的ROI多少？这些数据都直

接关系到品牌部门每个人的绩效奖金……我们必须拿出漂亮的数据给金主爸爸看。”
（bzlldyj）
粉丝社群分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传播数据的生产管理，每次代言都会有专门的数据

大粉监控品牌数据和催促传播数据的生产。

“1.这个话题阅读数（指品牌的代言#话题#）24小时内最好破亿；……3.不要只转

发，多去品牌原博评论和赞；4.话题是大写的C开头，有些人太开心写成小写了。”
（tjqq，某社群数据大粉）

通过比较田野调研期间某明星代言前

后品牌官微的互动数据，可以看出粉丝社

群对品牌传播力的影响。本文以某明星代

言的13个品牌宣布代言人的微博为参照

点，抽取前后微博各5条，记录其转赞评数

据。依照控制变量原则，选择内容话题一致

并排除含其他明星的微博，得到共计65对
数据。方差分析显示，宣布代言人后，数据

有极为显著的增长（M宣布前=184.68，SD=778.81；
M宣布后=64 925.97，SD=93 755.02，sig<0.001）（见图4）。

#话题#也是重要的品牌传播指标。根据微博数据，新兴明星的代言网络声量超过普通娱乐

明星代言的14倍①。观察期内某明星的11个品牌代言tag阅读数均值超过7亿，最高超过13亿②。

这些大部分是粉丝有意识的传播劳动。

其次，间接传播生产。除了给予品牌可见的直接传播之外，粉丝们也会自觉成为品牌和普

通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节点。粉丝在消费产品时会产生口碑，并且在线下消费产品时形成品牌露

出和消费示范，引发更多非粉丝群体对品牌的关注和购买。此时，粉丝社群不仅为品牌贡献了

绩效，作为积极传播者，他们也成为品牌信息向目标受众扩散的中间人。

此外，社群会有大量关于品牌的内容生产（UGC）。社群的“产粮太太”会根据代言进行创

作，比如漫画形象、条漫、品牌物料的二次加工、广告词、视频剪辑等等。这些“为爱发电”的无酬

劳动给品牌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库。

“只有顶流的粉丝才能在销量上扛得起来，普通小爱豆粉丝没那么大盘子，虽然

会催销量，但也不可能全靠粉丝。但如果品牌想要年轻化touch到这部分人，粉丝又会

做传播，有梗，品牌也是愿意的。”（C2广告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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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某明星代言前后品牌官微的转赞评数据对比

①新浪微博，《2018微博粉丝白皮书》，tui.weibo.com/insight/detail?id=74&sudaref=www.baidu.com。
②作者整理，数据截至201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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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品牌通过明星代言接触到粉丝社群，并借助粉丝的传播接触到其他群体。从短

期看，粉丝社群的传播劳动能够让年轻人群体初建品牌认知，从长期来看可以助力品牌年轻化

转型。如肯德基在2013—2014年间品牌形象老化，经过大量的明星代言、游戏营销等组合拳，成

为业界品牌年轻化转型的标杆之一①。

（2）消费劳动

直接传播的生产被粉丝们称为“艹数据”，生产门槛较低；但产品销量则需要真金白银的付

出，也是品牌更需要的直接经济回报，因此“艹销量”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生产力。此时，粉丝们对

明星代言的消费不仅仅是纯粹的情感体验，超量和溢价的购买实际上在为品牌资产的反向溢

出支付酬金，为的是促进名人资本的生产。因此，粉丝们表面上是在消费，实际上是在生产，作

为生产者，他们会按照“客户”的标准来处理自己的消费，消费变成一种生产劳动。

“我心甘情愿当韭菜，求多点金主爸爸来割，割完我还能长出来。”（sbd）

特别是在品牌对新兴明星起到背书作用的阶段，粉丝社群更是将消费劳动视为重中之重，

不断向品牌发送信号显示社群的生产力，由此发展出“单链”“备注”②“晒单”③等独特的信息发

送方式。如单链是指品牌单开一条购买链接给粉丝，以免粉丝的贡献和普通消费者的购买混淆

以致无法衡量。肯德基在请明星ZYL推广时开了一个24小时的专属单链，粉丝们认为这是展示

偶像影响力的好机会，购买热情高涨：单价129元的套餐在24小时之内卖出了44 300套，销售额

超过571万元，超过同款套餐普通链接一个月的销量④。

“ZYL先生的坎坷花路⑤，我们用钱，能砸平一点是一点。”（QF，氪金大站）

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大部分时候是相容的，因为粉丝们购买明星代言本身也带来消费利

益和情感价值。

“我本来也要买护肤品，自从他代言了欧莱雅，就治好了我的选择恐惧症，从此买

什么都很轻松简单。”（zyj）
“膳魔师的海报太好看了，让人花钱的美貌，买代言实际上就是买周边送产品，双

倍快乐！”（syfx）

但是当粉丝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身份产生冲突时，社群会优先保证消费劳动的生产力而抑

制粉丝作为消费者的一面。

“经济能力有限的不要买同款（指明星同款服饰），留下买代言。那种经济自由的

可以get同款的，get了记得备注×××（指偶像名字），分清主次。”（tjqq）

生产优先的价值观更显著地体现在粉丝与品牌有矛盾的时候。当品牌的运营对粉丝并不

友好时，如品牌严重溢价、服务缺失、不尊重顾客或是对明星不够尊重等，只要不损害明星的名

人资本，社群都会尽量容忍，压制负面情绪以保证品牌整体销量。如某粉丝社群普遍讨厌“妮维

雅”品牌在代言期间的种种不专业和不尊重，但依然忍下不快，在宣布代言人后的两个月内为

品牌贡献了2 257万销售额⑥，为的是借品牌来展现明星的商业价值，促进其名人资本增值。

“我买的是护肤品吗？我买的是ZYL的商业价值！”（hgdlbn）

然而，粉丝社群对品牌不当行为的容忍是有界限的，当品牌的做法对明星的名人资本有明

显损害时，粉丝社群就会爆发强烈的抗议，并从生产者身份转换到消费者身份，对品牌进行讨伐。

①肯德基如何用5年将传统营销做到数字化？百胜中国企划副总裁钟芳华演讲（www.sohu.com/a/347 890 686_114 877）。
②在下单页面备注偶像的名字，向品牌显示偶像的带货能力。
③在微博晒出购买凭证或实物并@品牌官微，或在品牌官微评论中展示购买凭证，显示粉丝的消费力。
④数据来源：作者即时跟踪淘宝销售页面截图统计所得。
⑤坎坷花路：指明星之前的演艺事业比较曲折，导致没有顺利走红。
⑥@hgdlbn根据实时跟踪淘宝销量数据截图进行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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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对他好，你就是我的金主爸爸；（品牌）对他不好，我就是你的金主爸

爸。”（yzzbf）

通过消费劳动，体量较大的粉丝社群可以左右品牌的业绩，进而左右品牌的代言人选择。

对比田野调研期间美容仪品牌ReFa的一组数据，可能更能看出粉丝社群消费劳动对品牌业绩

的影响。2018年10月，ZYL成为ReFa代言人，同年“双十一”，ReFa天猫全店销售额5 300万元，同

比增长400%①。2019年“双十一”，ZYL与ReFa的合作已经结束，全店销售额只有约300万元②。

2020年3月，ReFa重新签回ZYL做代言人，“三八女王节”天猫店销量立刻超过了1 000万元③。

“某人去年7月一个代言都无，到现在没有一个支线代言，高奢大使在握，我敢说

里面至少有一小半是因为粉丝的钱。”（45d6e70e）

除了传播劳动和消费劳动，粉丝社群还为品牌贡献了顾客数据。如肯德基就请粉丝下载其

app/小程序并注册使用，一方面促进了app/小程序拉新，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大量的顾客数据。粉

丝们实际上比普通消费者更有隐私意识，也更明晰品牌方的意图，但是对偶像的强烈情感和生

产意识使得他们主动让渡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3. 品牌—明星：品牌资产溢出

粉丝社群之所以投入大量情感劳动助力品牌的传播和市场绩效，为的是品牌资产溢出能

够给明星的名人资本带来巩固和增值。粉丝社群的情感和人员都是流动的，存在不稳定性，且

市场可见性不足，但通过品牌的中介，粉丝们可以将自己短暂的热情凝固为偶像手中长久可见

的代言实绩，形成对偶像的情感回馈。

“追星女孩不说永远，我们搞好当下的仔……喜欢的时候就燃烧自己满腔爱意，

助他平步青云。”（wyxb）

为此，粉丝社群生产资源的调度往往会以品牌资产溢出的大小为准，品牌资产对当下的名

人资本有越多的溢出，粉丝社群分配给该品牌的生产资源就越多。这种品牌资产的溢出包括品

牌对明星的知名度、符号价值以及整体商业价值等方面的提升。

（1）知名度的提升

品牌的营销传播能给明星带来知名度的提升，影响到非粉丝群体。因此，全国性的大众品

牌是粉丝社群最为欢迎的合作伙伴之一。

“肯德基，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流量，快准狠。但大家也乐意跟它合作，因为物料搞

得又快又专业，且国民度太牛，都拜倒在它的炸鸡店门下。”（lzlife）

地方性品牌如果愿意为明星铺设较多的线上线下广告，也同样会受到社群的欢迎。

“味全爸爸真是每次都闷声干大事，动不动就在地标给崽崽投大屏。”（hhn）“不枉

我喝了这么久，明天冲去超市再补点‘旅行优格’。”（aries）

（2）商业价值的确认

新兴明星存在名人资本迅速下降的风险，其粉丝社群的体量可能也有限。品牌为了能够利

益最大化，往往同时和多个明星合作来降低风险和获取最大基数的粉丝群体。为此品牌开发出

多样的、等级化的明星合作模式。不同合作title之间的地位等级链大致为：

品牌全球代言人>地区代言人>某产品线代言人>品牌大使>首席××官>品牌挚友>推广

普通消费者或者个体粉丝往往并不了解其中的区别，时常混淆不同名称。但粉丝社群作为

最主动的消费者组织，很快就明确了各种title的差异和其中蕴含的品牌需求。因此，品牌给予

① ReFa官方数据。
② 粉丝跟踪统计数据。
③ 根据当日页面销售数量和金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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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合作等级以及在合作过程中展现出的尊重也被视为明星地位和商业价值的体现。粉丝

期望品牌给予明星更高的待遇，并愿意通过购买来推动合作等级的改变，以带给偶像更高的商

业价值确认。

“推广大使买好了自然有代言，支线代言买好了自然有全线代言，买买买的名声

传出去了，自然有更多的代言，甚至有高奢。”（45d6e70e）

粉丝们期望这种改变和确认是面向更广范围的大众的。如果只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确认明

星代言的信息，而没有将相关确认传递到线下或者国外（指国际品牌，特别是高奢品牌），就会

被整个粉丝社群理解为“品牌失信”，即品牌使用了社群的生产资源，但没有支付“报酬”（品牌

资产反哺名人资本）。

“ZYL的萧邦待遇：总裁卡点送生日祝福，外网官宣+全球店广+杂志推封，不是

‘微博特供’，商业价值有目共睹。”（xgydxjj）
（3）品牌符号价值的溢出

品牌形象如果正面且富含符号价值，则能够给明星带来象征意义的反哺。粉丝社群不仅看

重品牌的知名度，更看重品牌的符号价值。“大品牌”“好品牌”是优质的价值共创伙伴。特别是

奢侈品品牌，其定位和文化都展示了较高的地位和符号意义，选择代言人的标准也更加苛刻。

明星成为奢侈品的代言人，被视为是营销系统对明星商业价值的最高认可。

4. 明星代言的新机制：价值共创的动态循环

在明星代言价值共创的三角循环中，粉丝社群不仅主动加速了品牌与明星之间的价值流

动，亦反向构建了品牌资产和名人资本，让品牌资产和名人资本都得到了提升（品牌1的品牌资

产从a提高到a1，明星的名人资本从A提高到A1）；而这一循环也反过来增强了粉丝们对偶像的

忠诚（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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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明星代言价值共创的动态循环
 

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价值共创动态循环的开始（见图5）。品牌1在明星代言的价值共创中获

得提升，就向营销系统展示了一个有着超额回报的投资机会，会吸引更多的品牌争夺该明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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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人。明星及其团队如果选择具有较高品牌资产溢出的品牌2进行代言①，则又会进入下一

个价值共创循环。而当第二个价值共创循环放大了三方行动者的价值获取之后，又会进入品牌

3的明星代言循环……在理想状态下，粉丝社群推动多个品牌代言的价值循环滚动，使得名人

资本在品牌间不断得到巩固和积累，新兴明星的名人资本从初始的A点提升到后期的B点，明

星进入名人资本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明星代言开始成为品牌和明星的双向背书。至此，粉丝

社群情感劳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XLB早期个个都是事业粉，紧张得不得了，生怕资源跟不上害ZYL糊了，买代言

恨不得没下次一样不管不顾拼命买；中期缓过来了，因为资源不错，粉丝也见识到自

家的能量；到现在（2019年3月）就外松内紧，虽然对内依然强调数据和氪金，但对外

已经强调“正主带飞”，显然明白过来偶像地位渐稳，代言也不再是那种拼命狂买的样

子，没那么卑微了，比较多出于自然的感情和需求选择性地买。”（田野笔记）

此外，背书新兴明星的品牌越多，品牌资产越高，品牌间越能够产生价值叠加效应，加速明

星的名人资本积累；名人资本的迅速增值又能够再次流向品牌，提升品牌资产。这使得每个品

牌不仅享有粉丝社群的生产资源带来的品牌资产增值，还能够进一步享有被多个品牌共同扩

大再生产的名人资本的反哺，这使得品牌之间也构成了价值共创的关系。

在观察期内，两位新兴明星的名人资本都在该价值共创动态循环中得到了显著提升（见

表2）。在多个代言的价值共创循环之后，他们从开始随时可能陨落的新兴明星转变为具有较为

稳固名人资本的大众明星。
 

表 2    在明星代言的动态循环下名人资本的变化

明　星 所处阶段 商业价值得分 商业价值排名

ZYL
成名前（2018年3月） 81.77 710

初获名望（2018年6月） 88.74 124
成名后9个月（2019年3月） 97.37 1

WYB
成名前（2018年12月） 81.00 124
初获名望（2019年7月） 91.71 12

成名后8个月（2020年3月） 96.99 1
　　数据来源：艾漫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社群虽然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劳动，但他们并非一无所获。他们的价值

获取并不是结果性的，而是过程性的，是伴随其传播劳动和消费劳动的全过程的。明星在社群

的支持下，每获得一个代言，都会被视为卡里斯玛权威的“奇迹”再现和社群组织绩效的标志，

粉丝们会感受到极大的自我成就感和满足感，并坚定社群的生产信心。这是粉丝社群集体养成

明星的过程，也是粉丝自我成就的代入，粉丝们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一种极为愉悦的超自我和超

现实体验。

“看到他这么快披荆斩棘获得各种成绩，说不骄傲是不可能的。就像是打游戏一

样，虽然氪金爆肝，但一路打boss特爽，成就感爆棚，氪金爆肝何足挂齿，恨不得再加

十倍……现在都不看（网）文了，哪个娱乐圈文都没有追ZYL刺激。”（sgysfyq）

①如果新兴明星及其团队为了短期利益选择财务收益更高但品牌资产低的代言品牌（如微商），用其名人资本为品牌背书，其名人资本就
难以获得进一步的积累，甚至会受负面品牌资产影响而产生流失。因此，这种选择会导致粉丝社群的抗议，粉丝社群会以退出明星代言的价值
共创来影响明星团队的决策。如观察期内偶像陈立农团队给他接下了微商代言之后，粉丝们发布了联合公开信，要求其团队终止与该品牌的
合作。这是因为粉丝们担心明星团队因为利益上的短视而拉低了陈立农的名人资本，使得之后高端品牌不愿与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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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基于在多个粉丝社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分析了粉丝社群参与明星代言价值共创的

过程，研究显示：

1. 明星代言的作用机制发生了重要改变

首先，明星代言从传统的线性传播策略变为价值共创的三角动态循环。在文化生产系统中

获得初始名望的新兴明星其名人资本还不足以为大品牌背书，此时明星代言出现品牌资产向

名人资本反向价值流动的现象。而品牌之所以愿意采用这种策略，是因为粉丝社群为这种价值

反哺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粉丝社群不仅自己成为代言品牌的重度消费者，还为品牌获取其他市

场提供助力，成为明星代言绩效的积极价值共创者。

在这个三角循环中，粉丝社群基于对偶像的强烈情感，将自身的消费力与传播力作为一种

生产资源投入到明星代言绩效的提升上，以此来推动和加速品牌与明星之间的价值双向构建，

并反向参与品牌资产和名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粉丝社群对代言绩效的生产也同时创造了一

个投资机会，吸引其他拥有更高资产的品牌选择该明星为代言人，推动名人资本进入价值共创

的动态循环。

其次，传统理论中，明星作为文化生产系统的产品，是被营销系统借用的一个外生变量，即

传统的名人资本是明星独立于代言活动获得的（Escalas和Bettman，2017）。但在社交媒体环境

下，由于粉丝社群的参与，明星的名人资本转变为营销系统、文化生产系统、消费者三类行动者

共同行动的结果。明星将三类行动者连接起来，被连接的参与者一起影响着资源的扩张和收

缩。良好的、强大的、独特的行动者可以共同扩大明星作为一种资源的潜力，而未形成良好互动

的行动者则会缩小明星作为一种资源的潜力，这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名

人资本不再是单独从文化生产系统获取的；名人资本也不再只是明星获取代言的原因，而同时

是明星获取代言的原因和结果。

再者，作为消费者的粉丝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整个价值共创过程的主要推

动者和主力之一。他们结为社群，将集体情感组织化和理性利用，反向影响品牌和营销系统，甚

至影响文化生产系统，提高了明星代言的绩效，也推动了名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并在此过程

中获得情感满足和自我成就感。

最后，明星代言的信息传递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理论诞生于大众媒体时代，明星作为

可靠的信源，通过一对多的直接传播影响普通消费者的品牌选择。在社交媒体时代，消费者分

化为具有强烈情感、主动积极的粉丝和较为被动的普通消费者。明星代言信息首先触达粉丝社

群，并通过粉丝社群的传播和消费形成示范，从而影响更多普通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或购买。

明星代言的影响路径由粉丝社群作中介，形成了一种二级影响的范式。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明星代言的价值共创新机制，为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明星代言研究

提供了新的框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传统代言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

2. 消费：是生产力而不仅是享受

以往的粉丝研究主要关注粉丝两个方面的生产力，一是文本生产和重构能力；二是传播生

产力。而本研究发现，除此之外，粉丝及其社群还有一种重要的生产能力——消费劳动。

粉丝作为消费者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本来意义的消费者，二是消费生产者。消费的真相不

仅在于它能带来享受，还在于它具有生产功能，并且消费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

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让•波德里亚，2000）。粉丝社群将消费视作生产能力，享受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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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终极目标。但不同于波德里亚所说的“无意识”，粉丝们是有意识地、主动地进入一个价值生

产交换系统。

从个体的角度看，粉丝的溢价购买和重复消费是疯狂的和不理智的，但从群体层面来看，

粉丝们显示出对利益计算的非凡理性。消费指向的目的并不是消费，而是通过消费实现的社群

目标，粉丝们在主动生产一个能够吸引资本的投资机会，因此是被消费者。当作为被消费者时，

粉丝及其社群就会按照资本的标准处理自己的消费，比如进行重复消费、溢价购买，刻意展现

一种“疯狂”“人傻钱多”的形象，以吸引营销系统、文化生产系统的行动者，参与共同构建明星

名人资本的价值共创循环。从群体的角度来观察粉丝们的消费，则能够明显看到粉丝社群在多

个品牌间斡旋的智慧，以及看似非理性的消费背后透露出的理性计算。

作为粉丝社群与社会结构互动的重要筹码，消费劳动尚未被粉丝研究的相关理论所重视，

本研究对消费劳动的探讨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实践价值

除了理论上的创新和贡献，本研究也为品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策略参考。首先，品牌需要

区分明星代言存在的两种机制，一种是传统的线性传播机制，一种是价值共创机制。因此，在选

择代言人时需要考虑品牌的主要目标。如果需要明星背书品牌，快速建立品牌认知和形象，那

么选择名人资本达到成熟期的明星更为契合；如果品牌想获取更年轻群体的认知、品牌形象的

转变或是直接的销售回报，那么新兴明星则是较好的选择。

其次，如果选择了新兴明星，那么明星代言策略就从简单的传播策略变成了价值共创策

略，因此需要品牌在粉丝运营互动上做出更多的努力，比如在签署代言合同时，就要为后期的

粉丝运营获取相应的权益；在代言期间对粉丝的诉求要有敏锐的感知并据其进行灵活的调整。

事实上，新的明星代言机制对品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群中的粉丝普遍具有较高的新媒

体素养，对营销手法和传播策略有非常强的识别能力。如果品牌简单地认为粉丝社群是狂热的

“韭菜”，可以尽情收割，而较少考虑其价值需求，则不但不能够最大化代言期间的绩效，而且当

代言结束时，反而会收获一大批长期的“黑粉”，造成明星代言只能带来饮鸩止渴的短期销售上

升，长期来看反而摧毁了品牌形象和品牌—消费者关系。相反，能够意识到明星代言机制的转

变，并能够较好地配合粉丝社群进行价值共创的品牌，不仅可以获得短期的网络声量和销售业

绩，长期来看也可以借助明星代言完成品牌的年轻化转型和构建更具互动性的品牌—消费者

关系。

最后，企业在未来应该更加重视企业媒体化的趋势。粉丝社群的共创力量会在多个品牌间

分配，某个品牌能获得多大的社群助力不仅取决于品牌本身的地位或象征意义，也取决于品牌

链接文化生产系统资源的能力，企业媒体化不仅有助于品牌的日常传播，其内容生产与文化生

产系统的相互渗透也能够让品牌获得粉丝社群格外的青睐。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主要从粉丝社群的视角对整个价值共创过程进行分析，对品牌视

角和明星视角关注并不充分。在品牌方面，除了肯德基、欧莱雅和味全等少数品牌理解了粉丝

的诉求并开始反向利用粉丝社群最大化明星代言的绩效回报外，大量的品牌还没有真正意识

到粉丝社群的需求，导致在整个共创过程中连被动配合都显得有些笨拙。未来可以通过多案例

比较的方式，探讨价值共创中品牌策略的影响。此外，虽然明星及其团队的行动在价值共创循

环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本研究难以接触到相关行动者，较难提供明星在价值共创中

有意识的决策和行动的证据，因此对明星及其团队这一行动者的能动性探讨不足，这也是未来

的研究需要探讨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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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主要分析探讨了明星代言中多方行动者“共同扩大价值的过程”，没有涉及粉

丝社群给明星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实上，价值共创的过程反过来也可以是价值共毁的过

程。当消费者群体开始抵制某个明星时，他们也会在社交媒体上集结起来，采取同样的路径来

毁掉名人资本并同时对品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狙代言”），这也是未来明星代言需要警惕

的风险和新的研究方向。

最后，粉丝社群虽然是明星代言价值共创的主要推动者，但其能动性已逐渐被削弱。粉丝

社群在社交媒体平台资源和基础制度之上创造性地构建了与品牌、文化生产系统的价值共创

路径，但当品牌和数字平台越来越了解粉丝社群的软肋之后，粉丝社群也日益被数字平台和品

牌方所裹挟，成为各利益方关键绩效指标（KPI）和数字竞赛的奴隶。对代言品牌的过度消费以

及在舆论战中的过度投入，都使得原本出于美好情感的行动，变成越来越负面的体验。特别是

对于一些粉丝年龄较小的社群而言，对生产逻辑的过度强调会对青少年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未来还需要探讨粉丝社群在价值共创中如何平衡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形

成对青少年的良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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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like  the  passive  consumers  depicted  by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 nowadays it is the fan community that plays a crucial role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new
celebrity brand endorsement: Incented by the affection to their idol, fans voluntarily gather together to
form blurry boundary organizations to collectively promote the market performance of the brands their
idol endorses, which in turn impacts the ope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f the brands. Such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n community produces a new mechanism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 of which the
current literature has not yet responded with convincing explanations. Based on an 18-month online
ethnography study of multiple fan communities,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new celebrity endorsement
is no longer a linear value delivery process; instead, it is a dynamic circle of value co-creation consists
of a rising star, his/her fan community, and the endorsed brands. In social media, a fan community is
driven by both the platform rules and the strong affection to its idol to transform from a tribe bounded
purely by affection into an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the core organization goal consequently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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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ffective interaction into expanded reproduction of the celebrity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celebrity endorsement becomes one of the means to achieve the organization goal. Generally speaking,
fans of a rising star with relatively low celebrity capital would expect high value brands to pick up their
idol as endorser so that the idol could benefit from the brands. Yet to the brands such cooperation may
benefit  more  to  the  rising star  rather  than vise  versa.  In  order  to  attract  brands  to  the  seemingly
unappealing deal, the fan community will proactively offer its free labor br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consumption to compensate the potential brand equity outflow – they not only act as heavy consumers of
their idol-endorsing brands, but also actively help these brands to grab more market share. As a result,
brands are paid off by better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market performances which lead to increasing
brand equity; meanwhile, the rising star’s celebrity capital is nurtured and enhanced. In this triangular
loop, the fan community not only supports and accelerates the value exchange between celebrity and
brand, but also proactively constructs the brand equity as well as the celebrity capital. In this way, the
fan community actually generates new capital investment opportunity by attracting other higher value
brands to consider their idol as endorser, hence pushes the celebrity capital to the next higher level of
value  co-creation  circle.  As  such,  the  idol’s  celebrity  capital  spirals  up  through  multiple  brand
endorsement co-creation circles, and the subsequent endorsed brands acquire higher equity in return.
Meanwhile, as the bound between the fan community and its idol being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fans are
rewarded by emotional satisfaction and strong confidence grown out of their collective achievement.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complements the existing endorsement theories by emphasizing on the influence
of  fans’  voluntary  labor;  it  also  enriches  the  theories  of  fandom studie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suggestions  for  brands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s  on  celebrity  endorsement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Key words: celebrity  endorsement; value  co-creation; fan  community; consumptive  labor; 
celebrity capital; Net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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